
崇祯皇帝劝捐与帝制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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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劝捐，权贵哭穷

崇祯发出捐款号召后，有一
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来到户部，
热泪长流，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
的 400 两银子。 崇祯得知后，马
上赏了他一个“锦衣千户”之职。

历史没有留下这个捐款者
的姓名，他当了一天千户，明朝
就灭亡了。 这个无名者，应该是
崇祯临终前，极少能让他心感温
暖的人之一了。

相比这个捐出全部身家的
老人，那些文武百官、皇亲国戚
就很不堪了。

内阁首辅魏藻德， 捐了 500
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 1 万两
……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
等”， 但没有一笔捐款达到次数，
最高一笔只两万两，大多数“不过
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 更多
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
间什么新鲜事都出来了： 有的把
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叫卖，
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
……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咱
真的没钱捐，看你能怎么着。

崇祯急啊， 于是想树个榜样，
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
他知道周奎有钱， 也以为大难临
头，周奎身为国丈，与大名皇室休
戚与共，怎么也该有些担当吧。 于
是他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
不提钱的事， 一上门就给周奎封
侯， 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 10万
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 ”周奎马上
哭得死去活来，说：“我怎么会有那
么多钱啊……”最后他给皇帝女婿
打了个 1折，只肯捐 1万两。

此时，距离京城陷落、崇祯
自杀还有 8 天。

崇祯听了徐高的回复，很郁
闷， 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于
是把数额从 10 万两变成两万
两。 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就
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 周皇
后深明大义，要求父亲也要深明
大义，为权贵们做表率。 做完思
想工作后，周皇后拿出 5000 两银
子给父亲。 周奎又干了一件令人
不解的事：他捐出 3000 两，另外
2000 两落入自己的腰包。 最后他
总计捐出 1.3 万两。

在这次皇帝哀求权贵们捐
款救国的运动中，崇祯总计募集
了 20 万两。 崇祯明明知道这帮
人贪污受贿，有的是钱，他也屡
屡以国家民族大义来晓谕他们，
但权贵们就是不愿意出血，崇祯
虽贵为天子，却一点辙都没有。

帝制财政中
捐献制度的无效

在今天， 对崇祯皇帝劝捐无
效这件事， 我们不能简单地解读

为王朝末代官僚在道德上的无耻
和贪婪， 而要看到帝制时期财政
制度中的捐献制度有自身的悖
论，事实上越到危难时刻越无效。

在帝制时期，捐献一般并不
是真的无偿，它往往是君主在正
常渠道之外，用特权与捐献者进
行的交换。 作为制度，它出售荣
誉、爵位甚至官职，以获取临时
性的财政收入， 用来满足军事、
河工、赈灾等紧急需要。

捐献制度的起源很早，至少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秦国就屡次
鼓励百姓向官府捐献粮食，一般
纳粟千石，就拜爵一级。 汉代沿
用了该制度，到汉武帝时期因为
军事行动与救灾需要，经常动员
民众向朝廷捐钱捐粮，然后再由
皇帝授予爵位、或者给予免刑免
役特权，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将
捐献者任命为官吏。

这样的捐献制度，此后历代
相沿。 明代初期规定，民间子弟
向国家捐献一定数量的粮食、马
匹、金银财物，就可以换取进国
子监读书的资格。 在当时，国子
监是候补文官的培养基地，由此
就可进入仕途。 明代中后期，捐
资者可以在荣誉职衔、入监读书
之间选择， 甚至可以直接做官。
由捐献获得的财政资金，一开始
主要是为边饷筹资，后来也为赈
灾、修建大型工程而开展。

到了清代，捐献制度发展得更
为系统与经常。这是因为满清君主
认为， 如果走上仕途全凭科举考
试，那做官的人就不会对君主“竭
智尽心，以邀恩宠”。 因此，他们有
意识地通过捐献制度引进一批依
附于君主的官员，以便制衡科举出
身的官员。清代的捐献制度分为常
开事例和暂开事例，前者具有经常
性，以出售考试等级、荣誉职衔为
主，后者为河工、军事等需要而特
开，以出售官职为主。

捐献制度在临时性增加财
政收入的同时，开辟了富人地位
变动的一个渠道，扩大了国家的

社会基础，因此在历史上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

不过， 这样的捐献制度也有
严重的消极后果。一方面，它将国
家公职和荣誉职衔当作商品买
卖， 败坏了制度的严肃性和社会
的风气， 混淆了公权和私权的界
限； 另一方面， 捐献者没有荣誉
感，只是将捐献当作投资行为，获
得官职也只会搜刮民众， 不会对
君主有什么真正的感恩之心。

在崇祯皇帝劝捐事件中，那
些官僚要么不再需要官爵与荣
誉， 要么觉得王朝大势已去，要
了也没用，因此都不愿意捐。 由
此可以看到帝制时期的捐献悖
论：越是王朝稳固不怎么需要捐
献资金之时， 官职与荣誉越值
钱， 捐献的积极性也就越高；越
是江山易姓之际急需资金，官职
与荣誉就越不值钱，也就越无人
捐献。 所以崇祯皇帝劝捐无效这
件事情，并不能说明这个时候的
官僚真的有道德问题，而只能说
明帝制财政中的捐献制度在此
时失去了效用。

官僚背弃朱明王朝

崇祯皇帝的劝捐活动，结果
是令人寒心的。 没捐钱或者只捐
一点点的那些官僚， 可不是没
钱。 在农民军的拷打之下，他们
后来吐出了几万两甚至几十万
两现银。 由此可知，诸多官僚事
实上已背弃了朱明王朝，他们不
觉得需要用个人的财富来拯救
王朝的命运，在农民军入城后他
们也纷纷投降了大顺政权。

为什么诸多官僚背弃了朱明
王朝？ 为什么这些人有意无意地
认为， 即将丢失的只是朱家的江
山而与自己无关？ 为什么在明末
没见到大宋亡国时那么多蹈海而
死的大臣？ 这与帝制时期制度理
性化发展至明代的进程有关。

国家有效治理的关键，是围
绕公共权力建立并完善政治制

度， 避免权力为各级官吏所私
用。 在帝制时期，由所有权与统
治权合一的君权，代行的是共同
体的公共权力，这样的制度可以
依靠君主对自身地位的重视来
实现公共权力的独立性与至上
性，以君主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
保障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实现。 因
此在帝制时代，君主不断地把官
僚私用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这看起来是君主通过集权而实
现专制，但代表的却是权力不断
实现理性化的过程。

自战国发展至明代的帝制
时代，就遵循着权力理性化的进
程。 在明初，朱元璋废除了宰相
制度，亲揽政务，六部直接向皇
帝负责，这是君主集权也是权力
理性化的反映。

可是，当皇帝将几乎一切权
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时，政权也
就真正地成为皇帝一家一姓的
私有物，各级官僚行使的全是源
于君主的制度化授权。 皇帝与官
僚之间的君臣关系因理性化而
客观化， 因客观化而变得冷酷，
二者在心理上也就越来越疏远。

在官僚的心目中，自己是因
科举成功而从制度上获得国家
公职的，凭借资历与功绩获得升
迁，在微薄的官俸制度下凭本事
捞取钱财，一切似乎都与皇帝无
关。 正因如此，在朱明王朝的危
急时刻，没有人愿意捐出私产来
挽救与己无关的王朝。

君主制走向没落

崇祯皇帝劝捐无效，在相当
程度上可以反映由汉高祖在“白
马之盟”中奠定的帝制时期君主
官僚制的衰落，而其中最核心的
是君主制的没落，并由此反映出
帝制整体正走向终结。

在汉初高帝十二年，刘邦刑
白马， 与诸大臣和将领盟誓曰：

“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
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

按照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
学部教授李开元的说法，在君臣
相对平等意义上形成的这一盟
约，在中华帝制史上具有极重要
的意义。 一方面，它意味着君位
建立在可撤销的契约基础上，君
主有“德”才会有君位并受群臣
拥护，若没有“德”那王朝就该灭
亡。 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帝制中
权力分配采用血缘制和功绩制
两套标准，最高统治权由皇族垄
断，以封同姓王为形式，通过血
缘关系来承继；一般统治权由官
僚掌握，以封侯为形式，通过功
绩原则来分配。 同姓封王，可以
确保君权能稳定地传承；功绩原
则，在最初主要是军功，在后来
则主要为文治功劳，承担主要治
理责任的官僚，要靠能力与业绩
去获得和保有权力。

就这样，围绕着皇位继承和
君权运行，构建起最高权力的转
移与运行机制；围绕着官僚的录
用与升迁，建立起官僚治理权的
授予与激励机制。

这样的君主官僚制度，比起
罗马帝国的制度要有效得多。 罗
马帝国没有固定的皇位继承制
度，皇帝常常由军事首领的武力
决定，最多再经元老院选举来确
认；而统治各地的总督也常为皇
帝的私人代表。 因此它的皇位传
承没有稳定性，官僚治理能力也
没有保证。

不过要说回来的是，在中华帝
制中的君主官僚制中，君主与臣僚
不同的产生方式，也决定了二者既
需要合作又存在可能的背离。

就合作来说，官僚依靠君主
来获得权力、实现个人理想与天
下太平，而君主也需要官僚来实
现国家治理并巩固自己一家一
姓的君位。 就背离而言，仅凭血
缘原则继位的君主个人，不可能
真正赢得依靠学识获取官位、凭
借业绩决定升迁的官僚的忠心。

从劝捐事件可以看出， 在君
主可能失去江山时， 具有自己独
立地位与权力来源的官僚背弃君
主是坚决无情的。 哪怕是勋戚和
宦官这些被君主有意识地扶植起
来的私人， 也没有成为卫护一家
一姓政权的力量。 明末思想家黄
宗羲， 将这些官僚的心思更加清
晰地表达出来， 那就是“天下为
主，君为客”：君主不是天下的主
人而只是可以更换的客人， 任何
人的君位都是可被撤销的对象，
官僚也可为不同的君主服务。

在今天，我们只要在黄宗羲
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客从
何来？ 那显然可能有两种答案，
一种是不经主人同意而来的恶
客，另一种是经主人同意而来的
善客。 如果是经民众同意而招来
善客或者说最高统治者，这实际
上已经不是帝制而是现代国家
的特征了。 因此，黄宗羲他们的
想法离现代国家的理念只差一
步，君主制甚至帝制本身已在事
实上正走向终结。 不过，我们也
要看到，从明末走向终结直到清
末真正终结，帝制拖了非常长的
尾巴。 （综合整理自《山海经：故
事》、澎湃新闻）

崇祯十七年三月丁未，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大明覆亡。
在最后的日子里，崇祯，这个极爱面子的皇帝，曾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放下帝王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守卫

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是：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北京景山公园内民国时期设立的“明思宗（崇祯）殉国处”


